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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成

潘摇 璐

[摘摇 要] 摇 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迫切需要与留守研究相结合来理解这一群体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具有

留守经历的农村儿童向新生代农民工的转变过程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起点。 本文基于劳动力主要输

出地的农村实地研究,提炼出留守儿童在村庄、家庭和学校三个场域中的社会化环境特征,指出留守儿

童的留守经历和社会化过程中已然蕴含着“成为农民工冶的内在推力与外部强制力。 以流动为导向的

村庄文化和外出父母为媒介传递的城乡认知激发了留守儿童主观的流动意向,城市取向下农村教育的

筛选与排斥促动了留守儿童客观的流动行为。 完成这一转变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制造出自身家庭的再

生产危机,使拆分式的劳动力再生产机制难以继续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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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多年间,农村流动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从 2000 年突破 1 亿以后,以平均每年 7%的速度持续增长淤。 到 2018 年,农民

工总量已达到 2郾 88 亿,其中外出农民工约 1郾 72 亿人于。 在农民工群体数量增长的同时,这个群体

的内部构成也在发生着代际更替。 段成荣、马学阳在人口学研究中以 15 年为一代,根据出生年代

将农民工划分为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 例如,在 2010 年这个时点上,可以将 1980—1994 年出

生的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年龄为 16 ~ 30 岁);将 1965—1979 年出生的界定为中生代农民工(年
龄为 31 ~ 45 岁),1965 年之前出生的为老一代农民工(年龄为 46 岁及以上) [1]。 国家统计局的

《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表明,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50郾 5% ,占比首次过半盂,这一比例此后逐年增加。 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

群体的代际更替已经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悄然完成。
自“新生代农民工冶的概念被提出以来,这一群体的特征及其与老一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就成

为重要的研究主题。 很多研究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身份认同、城市融合、生活

消费、婚恋和犯罪等方面展开综合性研究和特征性研究[2],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 例如,
杨菊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五低冶“二差冶的特点,即职业声望低、收入水平低、保障程度低、
标准劳动时间低、身份认同低;就业行业差、住房条件差[3]。 任焰、潘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

一代农民工对城市具有了一定的心理认同,融入城市的欲望更强烈[4]。 杨春华指出新生代农民工

的外出动因已经向“生活型冶转变,不再满足于谋生赚钱,更希望把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人生

道路的一种途径[5]。 汪建华等和黄斌欢的研究更进一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父辈农民工

的差异性劳动表现背后的深层原因,童年时期的留守经历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适应高强度、异化劳

动的能力,降低了他们的劳动韧性,使其亲情和家庭责任感淡化[6 - 7]。 黄斌欢以脱嵌于乡村社会和



脱嵌于城市劳动现场这一“双重脱嵌冶来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解释他们的流动与漂泊状

态[7]。 王鸥的研究则指出,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通过向留守家庭跨代转嫁再生产劳动、重构

农民工家庭的性别权力结构和对留守儿童的劳动参与进行性别化干预三个机制,在儿童留守时期

提前形塑出性别化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分化奠定了根基[8]。
研究者开始逐渐认同,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要从工人群体自身的留守经历入手去理解他们的劳动

状况,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也越来越迫切地需要与留守人口研究相结合来理解这一群体的劳动力

再生产过程。
在将留守人口研究和劳工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回应和解答的问题是:具有留守经历

的农村儿童是如何转变为农民工的? 他们是带着怎样的留守经历成长为农民工的? 从农民工子女

再到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的“农民工冶是怎样实现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再生

产包括三个方面:劳动者自身体力和智力的恢复和更替,劳动技能的积累,以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

口一代一代不断更替的培养或补充[9]307。 由于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和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中
国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力再生产有其独特性。 沈原区分了中国社会转型期“新冶“老冶工人不同的再

生产机制,并提出了新工人“拆分型冶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他们往往只身流动,低廉的工资收入只

能包括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赡养老人、抚育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原本属于劳动力再生

产应有的重要内容则交由农村家乡来承担[10]。 布洛维通过对俄国、南非和美国加州移民的研究,
将劳动力再生产区分为“维持冶(maintenance)和“更替冶(renewal)两个方面。 “维持冶是指工人维持

自己的生存,“更替冶则是指对下一代劳动力的培养。 对于移民工人来说,劳动力再生产的这两个

因素往往是分离的,雇佣国只负责劳动力的维持,劳动力的更替则被“外部化冶 (externalized)给移

民输出国,以降低雇佣劳动力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11]。 作为延伸性的讨论,周潇以农民工子女

的学校教育作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农民工的劳动力更替机制,并将其概括为“劳动力更替的低成

本组织模式冶。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现象正是体现了劳动力更替的外部化和边缘化特征。 这种

“劳动力更替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冶使国家、城市地方政府和资本付出了很低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但
是对于农民工以及整个社会来说却是付出了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12]。

这些研究共同指出了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拆分型特征,对于理解流动人口的边缘

化境地及其家庭承担的社会代价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它们对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机制的探讨更多

侧重于农民工子代作为劳动力的生成过程,却未能解释农民工子代“子承父业冶、作为“农民工冶的生

成过程。 笔者在河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等农村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的村庄进行过较长时期的实

地研究。 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主要输出地,由于人口流动的常态化与持续性,留守儿童向新生代

农民工的身份转换往往极为自然和普遍。 在这些地区,在留守儿童成长最重要的十数年时间里,他们

所经历的家、社区与农村社会,无不带有被外出行为冲击和瓦解的色彩[13]。 留守儿童的留守经历和

社会化过程中已然蕴含着“成为农民工冶的内在推力与外部强制力。 另一方面,随着留守儿童成长为

新一代农民工,他们所延续的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也必然出现新的变化,从而对留守家庭与留守社区的

形态产生新的影响和重塑作用。 对于留守儿童个体来说,每个儿童的留守经历都是差异化的、独特

的;但是对于留守儿童整体来说,他们在城乡社会变迁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化环境却有着极大的共

性,正是这种群体间的共性形塑了他们成年后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因此,本文以笔者近五

年来在中西部农村社区和学校的实地研究为基础淤,提炼出留守儿童在村庄、家庭和学校三个场域中

的社会化环境及其特征。 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也往往是他们向新生代农民工角色转变的过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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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按学术惯例,笔者对文中涉及的所有人名、地名都做了匿名化处理。




